
心理科学进展  2012, Vol. 20, No. 1, 35–44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2.00035 

 

35 

·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安全动机在安全绩效模型中的作用： 
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 

蒋  丽 1,2  李永娟 3 
(1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苏州 215021) (2苏州大学苏南发展研究院, 苏州 215006) 

(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在日常工作中, 安全动机是员工保持安全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安全动机对安全绩效的影响虽然已

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但相关的实证研究缺少清晰的理论界定和有效的测量工具。本项目拟在安全绩效模型的

基础上, 借鉴自我决定理论对动机的分类, 将安全动机的类型进行扩展, 并在多层次模型中探讨安全动机在

变革型领导、个体特征和安全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及在中国管理背景下可能存在的边界条件。研究将结

合访谈、问卷和情境实验等方法对上述变量间关系进行相关和因果关系的探讨。本项目将自我决定理论与安

全绩效模型相结合, 可以为安全研究的动机理论发展做出贡献; 研究结果亦可为安全管理实践提供评价工具

和有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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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安全生产事故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一个严重

问题(Jiang, Yu, Li, & Li, 2010; 李永娟, 蒋丽, 胥
遥山, 王璐璐, 2011)。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工作
场所伤亡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能占到 GDP 的 4%
到 5% (World Heath Organization, 2008)。安全事故
不仅会带来经济损失, 还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因此组织安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Nahrgang, Morgeson, & Hofmann, 2011)。另外, 
近年来行为导向 (behaviorally oriented)的安全研
究在数量上有了可观的增长, 但仍然缺乏清晰的
理论基础、概念框架和有效的测量工具, 安全研
究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建构 (Christian, Bradley, 
Wallace, & Burke, 2009; Zohar, 2010)。从组织安全
管理的实践来看, 安全干预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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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一, 减少危险源(如改变材料, 重新设计工
具, 流程, 环境); 二, 阻止与危险源靠近(如设置
障碍物, 当人靠近机器时, 自动停止); 三 , 在执
行任务时遵守安全规则 , 从而减少工伤和危险
(Ford & Tetrick, 2008)。对安全事故的分析表明人
的因素对事故有主要的“贡献”作用 (contributor) 
(Helmreich, 1997; O’Hare, Wiggins, Batt, & 
Morrison, 1994)。统计显示大约 70%的事故是由个
体违章(violation)造成的(Mason, 1997)。在我国 , 
工业系统安全的直接威胁是企业生产中存在的大

量违章行为(王二平, 2002)。因此, 采用第三种安
全干预方式, 提高员工在工作中的安全行为是减
少事故的一个重要途径。 

根据绩效理论, 知识、技能和动机是个体工
作行为的三个决定因素 (Campbell, McCloy, 
Oppler, & Sager, 1993)。在日常工作中, 员工通过
选拔和培训之后通常都已经掌握了必备的知识和

技能, 因此安全知识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可能没有
安全动机(safety motivation)的影响大(Andrie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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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且实证研究显示安全知识与安全行为的关
系并不稳定, 虽然一些研究发现了安全知识对员
工安全遵守行为的预测作用(Griffin & Neal, 2000; 
Neal, Griffin, & Hart, 2000), 但也有研究并不支持
这一结果 (如 , Neal & Griffin, 2006; Probst & 
Brubaker, 2001)。另一方面, 由于安全结果的特殊
性—— 事故和伤情是低概率事件, 在日复一日的
工作中 , 员工会低估这些低概率事件的发生
(Zohar & Erev, 2007); 而事故是由潜在失效(如管
理缺陷)和现行失效(如违章行为)在时间轨迹上的
重合所导致的结果(Reason, 1995), 因此违章行为
造成的消极后果并不会及时显现, 而个体却能及
时感受违章的有利一面, 如省略规定的安全程序
可以节省时间、不戴安全帽等防护措施可以减少

不适感(Zohar & Erev, 2007)。在这种天然的强化下
(naturally reinforcement), 违章行为会成为拥有安
全知识, 但缺乏安全动机的员工在日常工作中的
优势选择(Clarke, 2006; Probst & Brubaker, 2001)。
因此激发和保持员工的安全动机就显得尤为重要。 

以 往 对 安 全 动 机 的 研 究 在 概 念 框 架

(conceptual framework)上大多基于期望-效价理论
(Expectancy-value theory) (Probst & Brubaker, 
2001), 该理论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 强调认知计
算的过程和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只关注奖惩措施
对工作行为的影响, 即外部动机的影响(Gagné & 
Deci, 2005); 但实际研究中测量工具的内容却属
于内部动机的类型(Neal & Griffin, 2006), 理论框
架和测量工具的不一致使得对结果的解释产生困

难。另一方面, 迄今为止尚未有安全研究将外部
动机和内部动机放入同一个框架中, 因此无法判
断不同类型动机对安全绩效的影响。而自我决定

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较为全面地概括了
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的各种类型, 揭示了外在干
预影响个体动机的有效路径(Deci & Ryan, 1985)。
因此, 本项目拟在安全绩效模型(model of safety 
performance)的基础上 , 借鉴自我决定理论对动
机的分类, 将安全动机的类型进行扩展, 并探讨
不同安全动机在多层次模型中对安全绩效影响的

中介作用, 以及在中国管理背景下可能存在的边
界条件(boundary condition)。 

2  研究现状 

Neal和 Griffin (2004)根据一般领域的工作绩

效理论(Borman & Motowidlo, 1993; Campbell et 
al., 1993)建立了工作场所的安全绩效模型。该模
型分为三个部分：安全绩效的组成(components of 
safety performance)、 安 全 绩 效 的 决 定 因 素
(determinants of safety performance)、安全绩效的
前 因 变 量 (antecedents of safety performance) 
(Christian et al., 2009; Neal & Griffin, 2004)。 
2.1  安全绩效的组成 

根据一般工作绩效中作业绩效和关系绩效的

分类方式(Campbell et al., 1993), 可以将工作场所
中的安全绩效分为安全遵守(safety compliance)和
安全参与(safety participation)两种类型的行为(在
本项目中, “安全绩效”等同于“安全行为”一词)。对
两者的概念界定、与一般工作绩效的关系、以及

安全行为对安全结果的预测作用已在“工作压力
与社会支持对安全绩效的影响” (李永娟等, 2011)
一文进行了阐述。即员工为了维持工作场所安全

而需要进行的活动, 符合作业绩效的定义, 称之
为安全遵守(Griffin & Neal, 2000)。而那些自愿的
安全行为 , 被称为安全参与的行为 (Griffin & 
Neal,2000)。与安全结果指标相比, 安全行为更容
易受到个体态度和知觉的预测(Probst & Brubaker, 
2001)。不安全行为作为事故和伤害的先兆(Reason, 
1990), 对前因变量和事故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已
经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Clarke, 2006; Oliver, 
Cheyne, Tomás, & Cox, 2002)。 
2.2  安全绩效的决定因素 

安全绩效的决定因素是指能够解释个体安全

绩效变异的近端因素(proximal cause), 在本项目
中我们关注安全动机这一对安全行为有直接影响

的因素 (Christian et al., 2009; Neal & Griffin, 
2004)。 

安全动机是指员工以安全的方式执行工作的

意愿 , 表现出安全行为的动力 (Griffin & Neal, 
2000; Hofmann, Jacobs, & Landy, 1995)。根据期望
-效价理论(Probst & Brubaker, 2001), 如果行为导
致结果的可能性越强, 而且该结果对个体的价值
越大, 那么做出这一行为的动机就越强。行为-结
果的期望是安全氛围(safety climate)影响安全行
为的内在机制(Zohar, 2003)。员工根据企业的安全
氛围判断安全在组织中受重视的程度, 据此可以
形 成 行 为 - 结 果 的 期 望 (behavior-outcome 
expectancies), 即预期做出安全行为会获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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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结果、是否会获得奖赏等, 这种期望会影响
安全行为的频率(Zohar, 2000, 2003, 2008)。当员工
认为遵守安全程序会产生有价值的结果时, 就会
愿意做出安全遵守行为(Neal & Griffin, 2006)。在
积极的安全氛围中, 遵守安全规章更有可能获得
奖赏回报 , 因此员工的安全动机就比较强
(Hofmann et al., 1995)。 

对医院职工和制造业员工的调查发现安全动

机能够正向预测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行为, 而且
能够中介安全氛围和安全行为之间的关系(Griffin 
& Neal, 2000; Neal et al., 2000)。对化工企业的研
究也显示安全动机能够影响员工的安全遵守和安

全参与行为 , 且中介安全管理实践 (safety 
management practices) 和 安 全 行 为 的 关 系
(Vinodkumar & Bhasi, 2010)。尽管这些研究获得
了安全动机对安全行为有积极影响的结果, 但尚
存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 

(1)在测量工具上, 安全动机所测量的内容与
概念界定的不一致。期望-效价理论关注的动机是
受到奖赏和惩罚措施影响的外部动机 (extrinsic 
motivation), 而实证研究中所使用的安全动机量
表关注的却是“我认为任何时候保持安全是重要
的”、“我相信工作场所的安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 题 ” 、 等 测 量 内 部 动 机 的 问 题 (intrinsic 
motivation, Neal & Griffin, 2006)。因此测量工具
与理论界定上的不一致, 导致了结果解释时的混
乱, 对理论的验证和扩展也是一种损害。 

(2) 研 究 多 采 用 横 断 设 计 (cross-sectional 
design)和自我报告收集数据的方式, 使研究结果
受到同源误差的威胁。有研究者开始尝试通过纵

向研究避免这一问题 , 且发现了不一致的结果 , 
如 Neal和 Griffin (2006)的纵向研究表明, 安全动
机仅能够预测安全参与, 而不能预测安全遵守。
在另一个纵向研究中, Probst和 Brubaker (2001)从
概念定义到测量内容均探讨为了“获得奖赏、避免
惩罚”这种外部类型的安全动机 , 结果发现安全
动机能够预测 6个月后的安全遵守行为。另外, 虽
然元分析的结果显示安全动机和安全遵守的相关

达到 0.44, 安全动机和安全参与并没有显著相关
(Christian et al., 2009), 但由于元分析研究中既包
括了外部类型的安全动机, 又包括了内部类型的
安全动机, 使得我们无法判断不同类型的安全动
机对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行为的真实影响。 

鉴于目前研究中对安全动机理论和测量上的混

乱状况, 有必要将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同时纳入到
一个整体框架中进行研究, 并在理论上做出清晰的
界定, 设计相应的测量工具, 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
类型的安全动机对安全行为的预测作用。 
2.3  自我决定理论 
自我决定理论是美国学者 Deci和 Ryan (1985)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提出的动机理论。该理论将
个体动机分为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和无动机三种

类型。其中内部动机是指人们因活动本身的兴趣

驱动而从事某行为; 外部动机是指人们为了获得
某种外部的结果才去从事一项活动的倾向; 而无
动机状态是指不存在动机激发的状态。根据自我

整合的程度不同, 外部动机又可以细分为外在调
节 (external regulation)、 内 摄调 节 (introjected 
regulation)、认同调节(identified regulation)与整合
调节 (integrated regulation)四种形式(张剑 , 张建
兵, 李跃, Deci, 2010)。外在调节和内摄调节因为
缺少自我决定而被归类为控制型动机(controlled 
motivation), 如员工努力工作是为了获得奖励、避
免惩罚(外在调节), 或者是为了避免内疚感或自
我责备(内摄调节)。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和内部动
机因为较多的自我决定而被归为自主型动机

(autonomous motivation) (Gagné & Deci, 2005)。例
如 , 一个护士认真工作 , 努力付出 , 可能是因为
她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价值, 相信自己的工作是有
用、有意义的(认同调节)。也可能是她认为做一名
护士完全符合了她帮助他人的价值观(整合调节) 
(Gagné & Deci, 2005; Van den Broeck, 
Vansteenkiste, & De Witte, 2008)。 

在工作情境下, 自我动机理论的研究发现自
主型动机会促进相对复杂的工作行为, 而控制型
动机在相对机械的任务中表现出短期优势

(Amabile, 1985), 但这种短期优势在 1周内就会消
失(Grolnick & Ryan, 1987)。当个体执行自身感兴
趣的任务时, 内部动机会产生较好的绩效; 在不
感兴趣但很重要、需要遵循规章并付出努力的任

务中, 认同调节和整合调节(自主的外部动机)会
有更好的绩效(Koestner & Losier, 2002)。在对组
织规则遵守的研究中也发现, 员工与组织的价值
观一致性能够更有效地预测员工遵守公司政策和

规则的情况(Tyler & Blader, 2005)。内部动机还能
够增强亲社会动机(pro-social motivation)对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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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率的作用, 如当消防队员有较强的内部动
机时, 亲社会动机和加班时间持久度的关系更紧
密; 当慈善机构工作人员具有较强的内部动机时, 
亲社会动机和所募得基金款数的关系更紧密

(Grant, 2008)。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在组织环境中, 那些能够

满足个体自主(autonomy)、关系(relatedness)、胜
任(competence)等基本心理需要的因素都能够促
进自主型动机的形成, 并最终对工作绩效、幸福
感产生积极影响 (Gagné & Deci, 2005; Gagné, 
Koestner, & Zuckerman, 2000; Greguras & 
Diefendorff, 2009)。领导的支持是促进个体自主型
动机的整合的重要因素之一。自主支持性

(autonomy supportive)的领导方式与下属的自主型
动机呈显著的正相关 (Lynch, Plant, & Ryan, 
2005)。对管理者进行自主支持性领导方式的培训, 
即认可下属, 提供选择的机会, 鼓励下属自我启
发, 而不是强迫下属必须按某种特定的方式去行动, 
员工会表现出更高满意度和对管理层的信任, 持有
更积极的工作态度(Deci, Connell, & Ryan, 1989)。 
2.4  安全绩效的前因变量 

安全绩效的前因变量是指影响个体安全行为

的远端因素(distal cause)。这些因素通过安全动机
对安全绩效产生间接的影响 (Neal & Griffin, 
2004)。一般工作绩效领域的前因变量包括个体水
平(individual level)和组织水平(organizational level)
两类, 个体水平的变量如人格特征、个人经历等; 组
织水平的变量如组织氛围、领导、工作设计等

(Christian et al., 2009; Neal & Griffin, 2004)。 
从个体水平来说, 由于传统动机理论只关注

个体利益的计算过程, 忽视了伦理道德在工作动
机中的作用 (Latham & Pinder, 2005; Shamir, 
1991)。在组织情景下, 员工的伦理观念与其对组
织制度、规则的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 (陈曦 , 
2008)。因此本项目将关注这一因素, 并选择员工
的 功 利 主 义 - 形 式 主 义 倾 向 (Utilitarianism- 
Formalism)作为个体水平伦理观念的指标。功利主
义是指用行为的后果来评价行为的倾向, 形式主义
是指人们倾向于通过已有的规则、标准来评价行为。

前者关注结果的有用性, 后者关注过程的正当性
(Brady & Wheeler, 1996)。因此, 形式主义倾向的个
体更有可能遵守安全规章, 而功利主义倾向的员工
则可能违反安全规则以获得及时有利的结果。 

另一方面 , 领导对组织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Zohar & Luria, 2010)。在各种风险情景或不确定
情景中, 如何把人的行为融入到企业运行中并保
持合目的性, 关键是领导能否起到有效的作用(韩
巍, 席酉民, 2009)。一项元分析显示领导和安全氛
围的相关高达 0.61 (Nahrgang, Morgeson, & 
Hofmann, 2006)。与其他领导风格相比, 变革型领
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能够显著提高员工
对 安 全 氛 围 的 知 觉 (Zohar, 2002; Zohar & 
Tenne-Gazit, 2008), 提高员工安全遵守和安全参
与的行为(Lu & Yang, 2010), 降低工作场所的安
全事件和职业伤害(Barling, Loughlin, & Kelloway, 
2002)。而消极领导(Passive leadership)与安全氛围
知觉有负相关 , 而且会增加职业安全的风险
(Kelloway, Mullen, & Francis, 2006)。目前研究者
主要从两个角度来解释变革型领导对下属安全行

为的积极作用。一方面, 变革型领导通过领导魅
力 (idealized influence) 、 感 召 力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智能激发(Intellectually stimulating)
和个性化关怀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等以
任务为导向(task-oriented)的领导行为, 使员工发
掘自己的潜力来实现高水平的绩效表现 (Bass, 
1995; Bass & Avolio, 1990)。另一方面, 变革型领
导通过个性化的关怀即关注员工的个人需求和发

展 , 尊重下属 , 发展积极的社会交换 (Jung & 
Avolio, 2000)。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能够促进下
属对安全相关问题的沟通 , 提高对安全的承诺 , 
激发下属扩展他们角色之外的工作行为, 从而做
出更多的安全公民行为 (Hofmann, Morgeson, & 
Gerras,, 2003), 进而减少事故的发生(Hofmann & 
Morgeson, 1999)。从根本上来说, 组织情境因素
(如领导风格)与员工安全动机的激发有关(Griffin 
& Neal, 2000; Neal & Griffin, 2006; Reason, 
Manstead, Stradling, Baxter, & Campbell, 1990)。但
文献中还未曾发现有研究探讨过变革型领导与员

工安全动机的关系, 因此在本项目中我们将在组
织水平关注变革型领导对安全动机的影响。 

由于动机和领导理论都建立在西方个体主义

文化价值观(cultural value)的基础上, 而中西方的
价值观差异很大(Hofstede, 1991)。另一方面, 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 
人们的价值观出现了很大的变迁, 特别是目前新
一代员工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都与前几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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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较大差异(廖建桥 , 赵君 , 张永军 , 2010; 廖
小平, 2006; 周石, 2009)。这些原本以国家水平
(country level)显现的文化价值观, 如今在国家内
部的个体水平(individual level)上也表现出很大变
异(Leung & Cohen, 2011), 甚至个体水平的变异
会大于国家水平的变异 (Au, 1999; Hofstede, 
2001)。因此有研究者建议可以通过考查个体水平
的文化价值观对组织现象的不同反应, 来丰富以
往的理论(张志学, 2010)。与其他文化价值观相比, 
个体的权力距离倾向(power distance orientation)
在理论上与领导行为有更为直接的联系(Kirkman, 
Chen, Farh, Chen, & Lowe, 2009)。例如一个高权
力距离倾向的人更容易接受由上至下的控制式、

权威式的领导方式。权力距离倾向的高低也会影

响到个体对权威或自主的偏好 (Bailey, Chen, & 
Dou, 1997; Zhang, Song, Hackett, & Bycio, 2006)。
为了区别国家水平的权力距离 , 我们沿用
Kirkman 等人(2009)所使用的名称权力距离倾向
来表示个体水平的概念。 

综合以上论述, 可以看出从动机路径进行安
全干预是一个有效的管理方式, 但由于目前研究
中对安全动机的理论建构和测量工具的不一致 , 
使得我们无法比较不同类型动机对安全行为的作

用。因此我们尝试通过自我决定理论将安全的外

部动机和内部动机放入同一个框架中, 帮助我们
探讨以下问题：不同类型的安全动机是否会对员

工的安全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领导风格和个体

的伦理观念又如何对安全动机、安全行为产生影

响？权力距离倾向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是否会调

节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 

3  研究构想 

3.1  项目的研究内容 
本研究拟借鉴自我决定理论对动机的分类 , 

扩展已有安全绩效模型中的安全动机, 并探讨在
多层次模型中, 安全动机在个体伦理观念、领导
风格和安全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及权力距离
倾向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由此, 本项目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部分(包括
各部分需要重点检验的假设)： 
3.1.1  个体水平的中介过程：安全动机中介功利主

义-形式主义倾向和安全行为之间的关系 
功利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在本项目中作为个

体水平的伦理观念指标。功利主义对应于哲学上

的目的论 , 功利主义倾向的个体关注结果的有
用性; 形式主义对应于哲学上的道义论, 形式主
义倾向的个体关注过程的正当性 (Brady & 
Wheeler, 1996)。因此, 形式主义倾向强的个体更
加关注规则 , 而功利主义强的个体则更看重结
果(Schminke, Ambrose, & Noel, 1997)。由于功利
主义倾向的个体更关注行为的结果 , 他们容易
受到报酬、奖惩等外部因素的限制, 因而更容易
表现出控制型的动机 ; 形式主义倾向的个体关
注行为的整个过程 , 他们容易感受到活动中的
兴趣、自我认可等方面, 更有可能产生内在动机
与整合的外在动机(即自主型动机)。具体到安全
环境下 , 减少安全遵守对功利主义倾向的个体
来讲, 更能感受到违章带来的利益, 如便利、舒
适等(Zohar & Erev, 2007); 而遵守安全制度和安
全规则是形式主义倾向的个体更倾向选择的行

为方式。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的

观点, 当员工对组织和工作有较强的认同感、工
作价值得到认可时, 这不仅对员工的任务绩效有
很强的激励作用, 同时也能够激发员工参与更多
的组织公民行为 (Alge, Ballinger, Tangirala, & 
Oakley, 2006)。具体到安全环境下, 当员工对工作
任务充满兴趣时, 来自于内部的动机会促进员工
的安全行为; 如果员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很重要、
有意义(自主型安全动机), 会增加安全遵守和安
全参与行为。而控制型安全动机仅仅关注工作的

外部奖惩, 员工往往是受到外在压力的驱使被动
地工作。由于安全结果的特殊性(事故和伤情的低
概率), 个体能及时感受到违章有利的一面(Zohar 
& Erev, 2007), 因此具有控制型安全动机的员工
很容易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放弃对安全规则的遵

守。因此, 本研究作出以下假设： 
H1a：个体的形式主义倾向对自主型安全动机

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而功利主义倾向对控制
型安全动机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H1b：自主型安全动机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安
全行为, 但控制型安全动机对安全行为有显著的
负向预测作用。 

H1c：形式主义倾向对安全行为的影响受到自
主型安全动机的中介, 功利主义倾向对安全行为
的影响受到控制型安全动机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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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跨层次的中介过程：安全动机对变革型领

导和安全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 
在安全领域, 变革型领导的四个方面具体表

现为领导通过其自身的行为来传达安全的价值 ; 
领导的感召力使得下属相信他们可以将安全保持

到一个以往认为不可能达到的较高水平; 领导的
智能激发能够帮助下属考虑安全问题, 建立新的
方法以提升安全水平; 领导的个性化关怀则表现
为领导对下属在工作中的安全表现出真正的关心

(Barling et al., 2002)。因此, 变革型领导风格能够
提高员工对安全氛围的知觉(Barling et al., 2002; 
Clarke & Ward, 2006; Zohar, 2002), 影响员工的安
全意识 , 促进员工的安全遵守行为(Lu & Yang, 
2010)和安全参与行为 (Clarke & Ward, 2006; 
Conchie & Donald, 2009)。 

变革型领导的积极作用也可以通过自我决定

理论来解释：变革型领导对下属个性化的关怀 , 
帮助下属考虑安全问题等, 这些行为给下属提供
了安全工作上的支持, 并能增强员工对组织的认
同感, 有助于下属建立自主的工作动机, 从而使
下属形成积极的工作态度 , 表现出很高的工作
绩效(Sheldon, Turban, Brown, Barrick, & Judge, 
2003)。以自我决定理论为框架的研究也发现了
自主支持性领导对下属工作态度的促进作用

(Deci et al., 1989)。自主支持性的领导与下属的
自主动机呈显著的正相关 , 下属的工作绩效也
能得到提高(Lynch et al., 2005)。由此, 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H2a：变革型领导对自主型安全动机有显著的
正向预测作用, 对控制型安全动机有显著的负向
预测作用。 

H2b：安全动机在变革型领导和安全行为之
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3.1.3  变革型领导对安全动机的跨层次作用：权

力距离倾向的调节 
目前安全领域的变革型领导研究结果几乎

都是来自西方文化下的探索。变革型领导积极作

用的普适性可能只存在于低权力距离的文化中

(国家水平 )或低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中 (个体水
平) (Kirkman et al., 2009)。领导风格应当与下属
的权力距离倾向一致(Triandis, 1996)。如果下属
是高权力距离倾向 , 而领导采取民主式的方式 , 
下级并不感激领导, 相反还感到很大压力, 无所

适从 ; 反之 , 如果下属是低权力距离倾向 , 而领
导采取专制式的领导方式 , 下属会产生强烈的
挫折感 , 从而产生很多消极后果 (Triandis, 
1996)。实证研究也表明变革型领导的积极作用
受到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 , 与高权力距离的员
工相比 , 变革型领导对低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
作用更为显著。因为高权力距离的员工倾向于顺

从领导, 按照领导直接清晰的指令完成工作, 而
变革型领导却是希望激发员工自身潜能的一种

领导风格 , 因此高权力距离的员工遇到变革型
领导时会感到无所适从 (Kirkman et al., 2009), 
在这种情况下 , 变革型领导对自主型动机的积
极作用就受到了阻碍。由此 , 可以给出如下   
假设： 

H3：变革型领导对安全动机的作用受到权力
距离倾向的调节; 与高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相比, 
当员工为低权力距离倾向时, 变革型领导与自主
型安全动机的正向关系更强, 与控制型安全动机
的负向关系更强。 

4  研究意义 

本项目将安全绩效模型和动机理论进行整合, 
借鉴自我决定理论对动机的分类, 将安全动机的
类型进行扩展, 并在多层次模型中探讨不同安全
动机的作用。基于以上假设的预期结果, 本项目
建构出如图 1所示的理论框架。在多层次模型中, 
个体水平和群体水平因素同时对员工安全绩效产

生影响, 并且这些影响的作用是通过安全动机的
中介产生的。具体来说, 本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
做出贡献：(1)揭示不同类型的安全动机对员工安
全行为的影响; (2)揭示出个体特征、变革型领导
如何影响员工的安全动机, 从而影响员工的安全
行为; (3)考查在中国管理背景下, 个体权力距离
倾向对变革型领导作用的影响。 

在理论上, 本项目对安全绩效模型和自我决
定理论进行了整合, 一方面, 可以为安全领域的
动机理论发展做出贡献, 弥补以往安全动机在理
论和测量上的缺失; 另一方面, 也可以扩展动机
的自我决定理论在职业安全领域的应用。在管理

实践上, 本研究可以建立安全领域的动机测量工
具, 以及促进安全动机的工作环境特征评价指标; 
同时, 还可以为安全企业员工选拔和领导力培训
提供管理咨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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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项目的整合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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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Safety Motivation in Safety Performance Model: A Multilevel 
Model from a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Perspective 

JIANG Li1,2; LI Yong-Jua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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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of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Jiangsu,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3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Safety motivation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employees’ safety behavior in the routine work. 
Despite continued recognition of the important effect of safety motivation, empirical research lacks clear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useful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The present research intends to borrow the 
classification of motivation from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o enrich the types of safety motivation, and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afety motivation among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safety performance, and also the boundary condition within Chinese management context 
based on the model of safety performance. Methods such as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nd scenarios will be 
us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or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 among these variables. Theoretically, the 
research combines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model of safety performance to contribute motivation 
theory in safety domain. Practically, the results would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hip training 
and safety performance management. 
Key words: Safety performance; Safety leadership; Safety motivation; Behavioral-base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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